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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理解复杂的国家行为需要更为精细的战略行为研究。若要在研究上吐

故纳新,应该突破当前的方法论瓶颈,充分利用多元的研究方法,探讨各变量之间

的复杂相互作用,构建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这首先需要将战略行为分为战略评

估、战略决策、战略动员和战略执行四个阶段,然后需要厘清影响每个战略行为阶

段的作用因素,并基本把握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个理解国家战略行为的初

步框架将有助于推动战略行为研究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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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国家战略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一,缺少战略或战略失当则往往令一

国陷入凶险之境。若想制定正确的国家战略,我们必须对自己和其他国家的战略行

为及其效果有深入了解。①战略行为给我们的认知带来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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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国际战略的分析框架与分析工具研究” (项目号

12BZZ05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重大项目

“历史中的战略行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比较”(项目号11JJD810017)的支持。作者感

谢刘丰、蒲晓宇、漆海霞、杨原、周方银以及两位匿名审稿人的批评和建议。作者同

时感谢五位战略分析人士参与到这一项目的小实验中。唐世平还特别感谢其所授课程

“国际安全与战略:从战争到和平”的全体学生,他们的讨论使得他更加坚信这一工作

的价值。文责自负。
在此,我们对国家战略和国家战略行为的工作定义是:国家战略乃是指导国家应对外

部世界的原则和方法;而国家的战略行为则是指国家为了达成某一目标,基于一定计

算的 (因而是 “战略的”)行为。需要强调的是,战略不等于战略行为。一方面,受

限于具体环境的变化和战略实施人员的能力水平,并非所有的战略政策都可以转变为战

略行为;另一方面 (且更重要的是),有时国家的战略就是 “无行为”或者 “静观其变”。



理解他人或自己的行为;如何把握他人或自己的行为后果;如何理解自身和他人行

为是怎样相互作用并且最终导致这些行为和行为后果的。

20世纪,国际政治理论之间的辩论很大程度上统治着国际政治作为一个学科的

发展,国家战略行为的理论化没有受到应有重视。①尽管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极大地

推动了战略 (行为)研究的深入,然而这一状况在冷战结束后也面临挑战。②近年

来,外交政策理论的研究逐渐冲破藩篱,对国家战略行为的研究也逐渐多元化,但

这些研究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在大的层面上,长时间以来,国内外的战略研究主要

关注提出具体的战略方针,而忽视了战略制定中的方法论问题。这导致了既有战略

研究的两个重要不足:一方面,缺乏一个理解战略行为的基本分析框架;另一方面,
对影响战略行为的因素,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研究不足。本文旨在弥补这两个缺陷,
提出一个理解战略行为的初步分析框架。

一、战略行为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尽管一些学者对战略行为理论及战略制定中的方法问题作出了有益探讨,加深

了我们对战略行为的理解,③但大部分学者均致力于为国家提供大的战略思路和具

体战略,对理解战略行为的方法论问题关注较少。④对理解战略行为的方法论问题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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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另外,国内已经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战略分析作品,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战略分析 (行为

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①　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之间的辩论,可参见ColinElman,“HorsesforCourses:
WhyNorNeorealistTheoriesofForeignPolicy?"SecurityStudies,vol.6,no.1,1996,
pp.7-53;KennethN.Waltz,“InternationalPoliticsIsNotForeignPolicy,"Security
Studies,vol.6,no.1,1996,pp.54-57;ColinElman,“Cause,Effect,andConsistency:
AResponsetoKennethWaltz,"SecurityStudies,vol.6,no.1,1996,pp.58-61.
RichardK.Betts,“ShouldStrategicStudiesSurvive?"WorldPolitics,vol.50,no.1,
1997,pp.7-33.
参见钮先钟:《战略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周丕启:《大战略分

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门洪华:《中国国际战略导论》,北京:清华大

学出版社,2009年;李少军主编:《国际战略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楚树龙:《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力量和国家战略》,《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期,第

13—18页;王逸舟:《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三种需求的寻求及其平衡》,《战略与

管理》1999年第6期,第18—27页;门洪华:《国际机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

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178—187页;章百家:《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20世纪

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4—19页;黄仁伟:《中国

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叶自成:《中国大战略:中

国成为世界大国的主要问题及战略选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张蕴岭

主编:《未来10—15年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注不够无疑是战略行为研究长期裹足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要对战略行为进行更加

精细的研究,我们需要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支持。当然,强调社会科学方法论不是要

取代历史方法,而是为了相互促进,弥补不足。从方法论层面看,当前的战略行为

研究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缺乏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大多数情形下,国家的战略行为都是复杂的,而要理解复杂的体系需要一个基

本的分析框架。部分战略行为研究,特别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已经发展出了

一些小的或中层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的缺陷。然而,这些理论并未给出

一个用于理解战略行为的实用而有效的分析框架。①构建一个理解战略行为的实用而

有效的分析框架是战略行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任务。

(二)过于倚重历史方法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战略行为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都相对单一,即过于倚

重历史方法 (建立在案例分析上的归纳和总结)。战略行为研究与外交史研究似乎有

着天然的亲近性,这两个学科也确实可以互相学习借鉴、共同发展。②历史方法为战

略行为研究领域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积淀,极大地推动了战略行为研究的发展,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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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03年;唐世平: 《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阎学通、孙学峰等: 《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5年;杨洁勉:《大合作:变化中的世界和中国国际战略》,天津:天津人

民出版社,2005年;时殷弘:《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时殷弘:《战略问题三十篇———中国对外战略思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牛军主编:《战略的魔咒:冷战时期的美国大战略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9年。

①　理解战略行为事实上就是一个复杂的 “归因” (attribution)过程,而在战略行为研究

领域,鲜有学者自觉地运用归因理论来讨论战略行为。须知,对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理

论缺乏了解很容易导致战略研究者误判战略行为成功和失败背后的原因。鉴于理解战

略行为的归因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我们将另文讨论。关于社会心理学既有的归因

理论的综述和最新进展,参见BertramF.Malle,“AttributionsasBehaviorExplanations:
TowardaNewTheory,"2003,http://cogprints.org/3314/1/Explanation_theory_03.pdf,
2012年6月9日。作者之一在发展一个新的归因理论方面的初步努力,参见 Tang
Shiping,“OutlineofaNewTheoryofAttributioninIR:DimensionsofUncertaintyandTheir
CognitiveChallenges,"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vol.5,no.3,2012,
pp.299-338.
对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理论两个学科关系的探讨,参见 《国际安全》杂志1997年第1期

的专题讨论。



出了一系列优秀成果。①在国内,一些学者用历史方法研究国家的战略行为,同样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②但是,历史方法的垄断地位也给战略行为的研究带来了一个

重要问题:其他研究方法,特别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些重要研究方法,在战略行为研

究领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与此同时,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 (包括以理论构建为目

标的研究国家战略行为的学者)也只讨论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而很少探讨战

略分析和制定中的方法论问题。③

(三)单一变量和多变量的困境

在理论构建中,学者需要兼顾理论的解释力和简约性,但理论解释力是第一位

的,其次才是理论简约性。鉴于变量越多,理论构建就越困难,因此,许多构建理

论的学者都严格控制被考察变量的数目。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复杂的定性研究也仅仅

考察4—5个变量,而这已经非常复杂。④对研究战略行为的学者来说,尽管限制变

量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极大,这是因为战略行为都是多个变量相互作用的

过程。这意味着,研究战略行为的学者必须直面多个变量的复杂体系,唯有如此,
方能深入理解战略行为。

部分当前的战略行为研究只关注一个或者两个变量。比如,有一些学者探讨文

化因素如何影响一国的战略行为,⑤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政府是一国战略政策制定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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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比如 Henry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SimonandSchuster,1994;Zbigniew
Brzezinski,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New York:Basic Books,1997;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of
Containment:ACriticalAppraisalofAmericanNationalSecurityPolicyduringtheCold
War(RevisedandExpandedEditio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5.
代表性著作,参见钮先钟: 《中国战略思想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2年;钮先钟: 《西方战略思想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钮先

钟:《孙子三论:从古兵法到新战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时殷弘:
《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时殷弘:《战略问题三十篇———中国对外战略思考》;姚有志:
《国防理念与战争战略》,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
其中的一些论述,参见 NicholasSambanis,“UsingCaseStudiestoExpandEconomic
ModelsofCivilWar,"PerspectivesonPolitics,vol.2,no.2,2004,pp.259-279;
JamesMahoney,“AfterKKV:TheNewMethodologyofQualitativeResearch,"World
Politics,vol.62,no.1,2010,pp.120-147.但也有部分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
代表 性 的 论 述,参 见 RobertJervis,System Effects:ComplexityinPoliticaland
SocialLife,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7.
比如 RandallL.Schweller,UnansweredThreats:PoliticalConstraintsontheBalance
ofPower,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6.
AlastairIainJohnston,CulturalRealism:StrategicCultureandGrandStrategyin
ChineseHistory,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5;ElizabethKier,



施的核心部门,因而主张关注政府机构对战略行为的影响。①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坚

持任何战略政策的出台、执行和调整都离不开领导人 (决策者),因而主张关注领导

人对战略行为的影响,他们探讨的是领导人如何进行战略评估,②如何进行战略选

择,③以及如何进行战略动员。④另有一些学者则关注利益集团对战略行为的影响,
特别是一些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他们致力于研究国际体系如何影响到国内利益集

团,进而塑造一国战略行为。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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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ImaginingWar:FrenchandBritishMilitaryDoctrinebetweentheWars,Princeton,
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7;ColinDueck,ReluctantCrusaders:Power,
Culture,and Change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2006.国内的代表性文献,参见李际均:《论战略》,北京:解放军出

版社,2002年;赵景芳: 《战略文化的再思考》,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
第14—24页;时殷弘:《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 《世界经济与政

治》2011年第6期,第4—33页。

①　参见 FareedZakaria,From WealthtoPower:TheUnusualOriginsofAmerica”s
WorldRole,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8;AaronL.Friedberg,
IntheShadowoftheGarrisonState:America”sAnti-StatismandItsColdWarGrand
Strategy,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0.
WilliamCurtiWohlforth,TheElusiveBalance:PowerandPerceptionsduringthe
Cold War,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3;Jeffrey W.Taliaferro,
BalancingRisks:GreatPowerInterventioninthePeripher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Press,2004;MarkL.Haas,TheIdeologicalOriginsof GreatPower
Politics,1789-1989,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2005;DarylG.Press,
Calculating Credibility:How Leaders Assess Military Threats,Ithaca,N.Y.:
CornellUniversityPress,2005.
ThomasJ.ChristensenandJackSnyder,“ChainGangsandPassedBucks:Predicting
AlliancePatternsin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4,no.2,1990,
pp.137-168;ThomasJ.Christensen,“Perceptionsand Alliancein Europe,1865-
1940,"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51,no.1,1997,pp.65-97.
ThomasJ.Christensen,UsefulAdversaries:GrandStrategy,DomesticMobilization,
andSino-AmericanConflict,1947-1958,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1996.
NorrinM.Ripsman,“NeoclassicalRealismandDomesticInterestGroups,"inSteven
E.Lobell,etal.,eds.,NeoclassicalRealism,theState,andForeignPolicy,New
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9,pp.170-193;NorrinM.Ripsman,Peacemaking
by Democracies:The Effectof State Autonomyonthe Post-World WarSettlements,
UniversityPark,P.A.:The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ss,2002;StevenE.Lobell,
TheChallengeof Hegemony:GrandStrategy,Trade,andDomesticPolitics,Ann
Arbor:The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2003;JasonW.Davidson,TheOriginsof
RevisionistandStatus-quoStates,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06.



从这些研究的变量选取上来看,它们均致力于找出影响战略行为最为关键的一

个或者两个因素,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理论。但这有一个致命缺陷:任何战略

行为的背后,都会有多种因素起作用,并且极有可能存在两个或者多个因素同样重

要的情况。因此,让理论构建变得可驾驭 (或者说是追求理论的 “简约”)而舍弃

任何一个因素都意味着是以牺牲对战略行为的理解为代价的。况且,绝大部分学者

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舍弃这个或这些因素。
更重要的是,战略行为是一个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即便我们罗列出

这些因素,也仍旧是不够的。要理解一个系统,我们还必须关注多个变量之间的互

动关系。而变量越多,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就越复杂,目前的案例分析工具越来越

显得力不从心。2×2的变量关系已经非常复杂,再多一些变量,要想厘清变量之间

的关系,简单的排列组合和逻辑推理就难以胜任。如何能够相对充分地理解多个变

量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战略研究无法回避的障碍。

(四)战略研究中案例研究的问题

案例研究是战略行为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法,当前的战略行为研究也大多采用

案例研究这一方法,即选取特定的案例来验证理论。然而,许多战略行为理论的案

例研究都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很多战略行为的研究都采用单一案例。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单

一案例的研究很可能是作者潜意识地先从某个案例抽象出一个理论,然后再用这

个案例来验证该理论。因此,单一案例很容易 (潜意识地)陷入 “循环论证”的

怪圈,理论验证很难令人信服,理论的解释力和普适性也将大打折扣。①解决之道

是我们需要摒弃单一案例研究,进行多案例研究,尤其需要进行相对好的 “比较案

例研究”。
“比较案例研究”是指比较分析两个或者多个案例的研究,其最大优势就是通过

有控制的比较来审视不同案例,追溯事件的过程,从而发现对机制的解释,更便于

因果关系的建立。通过比较多个案例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并进行历史过程追踪,“比
较案例研究”无疑比单一案例研究更有说服力。在战略行为研究中,不少学者都利

用 “比较案例研究”作为研究方法。巴里·波森 (BarryPosen)和伊丽莎白·基尔

(ElizabethKier)分别比较英法德三国以及英法两国的军事学说,柯庆生 (Thomas
J.Christensen)比较研究中美领导人如何战略动员。②另有学者采用多案例研究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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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兰德尔·施韦勒 (RandallL.Schweller)就仅仅关注单一案例 (即每一种情形

只有 一 个 案 例),因 此,他 的 理 论 很 容 易 受 到 质 疑。参 见 RandallL.Schweller,
UnansweredThreats:PoliticalConstraintsontheBalanceofPower.
BarryR.Posen,TheSourcesofMilitaryDoctrine:France,Britain,andGermanybetween



证其战略行为理论,例如杰弗里·托利弗 (JeffreyW.Taliaferro)就用多个案例来

验证大国如何在周边地区频繁进行外交和军事干预以制衡威胁;马克·哈斯 (Mark
L.Haas)用多个案例来验证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如何影响了领导人对威胁的

感知。①

第二个问题是案例研究多为正面案例,缺乏对负面案例的关注。在当前的绝大

部分战略行为研究中,案例研究基本是正面案例。诚然,正面案例是验证理论最常

用的方法,但其要求也颇为严格:研究者必须说明如何选取一个案例,并论证为何

选取这个而非其他案例。更重要的是,正面案例大行其道,负面案例则无人问津。
事实上,运用负面案例的研究更有助于验证一个理论。具体说来,对战略行为的研

究运用负面案例至少有三个好处:(1)在战略行为研究中加强负面案例研究,比较

正面案例和负面案例,可以从正反两面验证理论,避免了理论的循环论证。(2)负

面案例研究可以限定理论解释的范围,使得战略行为理论更为精致,方法论更为科

学。(3)负面案例研究可以审视既有研究,从负面案例中发现新的机制,补足现有

理论。因此,战略研究需要有负面案例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五)对各种变量的作用机制关注不足

多变量研究的最大困难不在于列举出许多可能影响战略行为的因素 (或变量),

而在于如何厘清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当前的战略行

为研究对变量的相互作用关注严重不足,更谈不上变量相互作用的机制了。这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影响不同战略行为阶段的变量组合可能是不同的。不仅如此,同一因素

在不同阶段也可能有不同作用。②近年来,对战略行为的研究逐渐寻求连接国际和国

内两个层次的变量,综合考虑影响战略政策制定的各种因素。在这些研究中,有些

学者已经意识到以往战略研究的问题,开始探讨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上影响战略行

为的因素。③然而,既有的战略行为研究都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并且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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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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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WorldWars,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4;ElizabethKier,Imagining
War:FrenchandBritishMilitaryDoctrinebetweentheWars;ThomasJ.Christensen,Useful
Adversaries:GrandStrategy,DomesticMobilization,andSino-AmericanConflict,
1947-1958.

①　JeffreyW.Taliaferro,BalancingRisks:GreatPowerInterventioninthePeriphery;
MarkL.Haas,TheIdeologicalOriginsofGreatPowerPolitics,1789-1989.
ShipingTang,“TakingStockofNeoclassicalRealism,"InternationalStudiesReview,
vol.11,no.4,2009,pp.801-802.
StevenE.Lobell,etal.,eds.,NeoclassicalRealism,theState,andForeignPolicy.
中国学者也做了出色的工作,比如杨毅、周丕启等学者就认为战略行为有战略决策、战略



没有关注到每个阶段都有许多因素影响该阶段的成败。须知,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因

素组合,而同一个因素在不同阶段中的作用大小和方向也是不同的。
其次,相同因素在不同的情势下 (特别是冲突或者合作)的作用大小和机制也

是不同的。当前的战略行为理论主要关注各国如何制定战略政策以应对外部威胁或

者解决国际冲突,很少关注对战略合作的研究。①事实上,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两个

层面的因素对国家之间的合作同样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它们对国际合作的影响可能

和它们对国际冲突的影响是不一样的。②
鉴于各种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要构建一个分析战略行为的统一框架,就必须

厘清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且对它们的作用机制作出一定的探讨。在此

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关于国家战略行为的统一分析框架。

(六)忽视了两个盲点及其挑战

当前的战略行为理论还忽视了可能导致战略失败的如下两个盲点及其挑战,或

至少对这两个盲点没有较深入的探讨。第一个盲点是国家的不同战略行为之间可能

存在不匹配或相互矛盾,而这很容易导致战略的失败。第二个盲点是战略环境会发

生变化,即外部发展摧毁了政策制定时的预设环境和执行战略的必要环境。国际环

境和国内环境都是瞬息万变的,因而战略行为也需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调整。并且,
前一阶段的战略行为也会塑造战略环境,从而使得后一阶段的战略环境与前一阶段

有所不同。从战略行为的进程来看,这两个盲点对战略行为的成败殊为关键。目前

的大多数战略行为研究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两个盲点,就更谈不上对这两个盲点及

其挑战有深入研究了。

二、一个理解战略行为的初步分析框架

以上梳理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大体努力方向,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

有问题。在这一节里,我们将首先提出一个理解战略行为的初步分析框架。我们认

为这个初步分析框架应该是理解战略行为的起点,并将用一个小规模的实验来展示

这个分析框架的效用。这个初步分析框架将战略行为细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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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实施和战略调整三个阶段,对此的讨论,参见杨毅主编:《国家安全战略理论》,北京:
时事出版社,2008年;周丕启:《大战略分析》。

①　ShipingTang,“TakingStockofNeoclassicalRealism,"pp.799-800.
代表性的研究,参见JenniferSterling-Folker,TheoriesofInternationalCooperation
andthePrimacyof Anarchy:Explaining U.S.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MakingafterBretton Woods,Albany,N.Y.:StateUniversityofNew YorkPress,
2002.



(一)战略行为的阶段

按照主要行为体的不同,以及这些行为体的重要性来审视战略行为的进程,我

们可以将战略行为分为四个阶段,即战略评估、战略决策、战略动员和战略执行。①

显然,在战略评估阶段,尽管战略评估的启动通常需要国家决策层的推动,但国家

的情报收集和评估系统是主要行为体。在战略决策阶段,国家的决策层是主要行为

体,国家的情报和智库系统也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在战略动员阶段,国家的官僚体

制 (bureaucracy)是主要行为体,国家决策层是重要的辅助行为体。在战略执行阶

段,国家的官僚体制和具体的执行人员 (比如,高级外交官)是主要行为体,国家

决策层的支持以及情报系统的反馈也是重要的 (见表1)。

表1　战略行为的阶段划分

战略行为阶段 主要行为体 辅助行为体

战略评估 情报收集和评估系统 决策层

战略决策 决策层 情报和智库系统

战略动员 官僚体制 决策层

战略执行 官僚体制、具体的执行人员 决策层、情报系统

第一个阶段是战略评估,即国家对国际环境、国家能力和国家政策选择等因素

做一个尽可能全面和准确的评估的过程。尽管在国家战略行为的过程中,任何阶段

的失败都可能造成战略行为失败,但因为战略评估是战略行为的第一步,如果战略

评估有误,战略行为则几乎不可能成功。
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来看,对战略评估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国家如何评估外部威

胁以及与之相关的国内因素。②然而,战略评估事实上远比评估外部威胁复杂。③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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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研究不仅在于分清战略行为的不同阶段,更是致力于以下三点:
(1)探讨战略行为阶段划分对理解战略成败的含义。 (2)分析除了这些阶段中出现的

问题以外,其他导致战略成败的条件以及对其的理解。 (3)厘清不同战略行为阶段和

不同因素之间的组合与匹配。
比 如,Daryl G.Press,Calculating Credibility: How Leaders Assess Military
Threats;MarkL.Haas,TheIdeologicalOriginsofGreatPowerPolitics,1789-1989;
StevenE.Lobell,“ThreatAssessment,theState,andForeignPolicy:ANeoclassical
RealistModel,"inStevenE.Lobell,etal.,eds.,NeoclassicalRealism,theState,
andForeignPolicy,pp.42-74.
唐世平:《国家安全环境的系统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8期,第16—22页。



略评估是对国家战略行为的整个基本环境做一番考察,而评估外部威胁仅仅是其中

一个方面。在国际层面,战略决策者不仅需要评估外部威胁 (包括敌人的多少和坚

定性),也需要评估自身的盟友多少和凝聚力,还需要评估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趋

势。在国内层面,战略决策者则需要兼顾国内的政治、经济生态,特别是国家运作

战略政策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评估国家的政策选择。
另外,鉴于国际社会是一个系统,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非常复杂,更限于外部

信息缺乏和自身 “情感”或 “情绪”的影响,战略评估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

个需要多次修正的过程。对领导人来说,好的战略评估还需要规划一个蓝图,这个

蓝图不仅要宏观,更要尽可能全面、细致,对战略行为进程中的各种因素和可能都

要考虑在内,并对其进行准确评估,形成一定的预案。
第二个阶段是战略决策,即领导人根据战略评估确立一整套战略规划或战略政

策,借以指导国家的战略行为。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 (集团)是处理信息的中心,
担负着政策选择的重大责任,而国家的官僚体制只是辅助或者侧面作用。首先,领

导人依据国家情报评估体系所提供的战略评估,甄别并处理来自国际和国内层面的

大量信息,再综合考虑各方的利益和关切。其次,国内不同部门和团体 (例如外事

部门、军方、利益集团、媒体、公众声音等)通过各种管道力图影响到决策过程。
因此,领导人需要根据各方的利益相关程度,综合国家利益的排列顺序,权衡各种

利弊,才能最后确立某个战略。
第三个阶段是战略动员。战略动员也就是战略准备,是指国家通过动员国际、

国内战略资源 (特别是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以备实践已决定的战略。在战略动员

阶段,国家的官僚体制是战略动员的主要行为体,肩负着动员的具体任务。①战略动

员的客体则是一些重要的战略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例如武器、钢铁、石油、粮食

以及军事人员等。某些时候,领导人在战略动员阶段可能也有重要作用:因为战略

动员有时需要决策者的直接推动。领导人还可以通过不同的策略来实施战略动员,
比如,夸大外部威胁等。

第四个阶段是战略执行。战略执行是指国家利用已经动员的战略资源,实施既

定战略。战略执行是国家战略行为的最终表现,或者说是战略的行为输出。战略执

行还可以细分为战略布局、战略实施和战略调整三个部分。战略布局是战略执行的

初级阶段,意指执行者通过各种手段控制重要的战略关节点,从而形成对己有利的

战略态势,进而把握战略的主动权。②在战略执行阶段,良好的战略布局会让己方占

据先机,进而为战略实施打好基础。战略实施是战略转变为具体国家行为的过程,

·781·

理解战略行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①
②

因此,理顺国内政治制度并建立高效的官僚体制是国家动员能力的基本保障。
周丕启:《论战略布局》,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6期,第21—28页;欧阳维:
《战略部署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



在此过程中,纸面上的战略由具体的人员转变为具体的行为。①然而,即使看似完美

的战略规划,在实践中也可能存在诸多问题,战略实施人员则应该及时调整应对变

化,以避免战略无的放矢。特别是,两个或者多个国家之间是一种战略互动关系,
一国的行为发生变化,通常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行为作出调整,而该国的行为最终可

能也必须随之调整。这意味着,任何战略执行都需要战略调整,以避免战略政策脱

离实际。

(二)理解战略行为的成功与失败

我们提出的初步分析框架首先将给出一个通常不被认识到的结论:即战略行为

的失败很容易,但是要解释或理解失败却相对困难;战略行为的成功很困难,但是

要解释或理解成功却相对容易。②
显然,一个成功的战略行为意味着在以上四个环节都基本是成功的,而且同时

也要求国家的不同战略不存在大的相互矛盾,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把握基本准确。换

句话说,战略行为成功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1)一个正确的战略得到了良好的

执行,包括评估大致准确,决策正确,动员了足够的资源,以及执行得当且灵活。
(2)战略环境总体有利于战略的执行。(3)国家战略并无严重的相互矛盾和抵触的

情况。类似地,战略行为的失败也可能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1)战略行为四个

阶段中至少有一个阶段是失败的。(2)外部环境的变化超出了战略评估对外部环境

的把握。换言之,外部发展摧毁了政策原有的执行环境。(3)国家战略有相对严重

的自相矛盾、自相抵触。
尽管战略行为的成功很困难,但是要解释或理解成功却相对容易。相比之下,

找出战略行为失败的原因,相对来说就困难得多:失败很容易,但是要解释或理解

失败却相对困难。这是因为要解释失败,需要我们弄清楚哪一个或哪几个阶段失败

了。如果无法对失败原因作出准确的判定,就会出现好的部分不能保留,而坏的部

分则有可能得到保留的 “悲剧”性结果。
具体说来,理解战略行为的成败,仅战略评估、战略决策、战略动员和战略执

行四个阶段的成败组合就有16种之多 (见表2)。假定战略行为的成功很容易判定,
那么对一个失败的战略行为的判定有14个错误答案,而只有1个正确答案。③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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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已经强调的,受限于具体环境的变化和战略实施人员的能力水平,并非所有

的战略政策都可以转变为战略行为。另外,有时国家的战略就是 “无行为”。
在许多情形下,对战略行为的绩效评估并不容易。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暂且假定对

战略行为的绩效评估是相对容易的。
四个阶段的成败组合有16种可能,除掉各个步骤都正确 (即战略成功),只剩下15种

可能;在15种可能里,只有一种可能是真实的情形,所以存在14种错误答案。另外,
如果加上战略不匹配和战略环境变迁,战略行为的成败组合将有64种之多,而这必须



易见,系统地探讨和解释战略行为成败 (特别是失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比

如,即便在战略评估和战略决策都成功的情形下,也仍旧有战略动员和战略执行的

三种不同组合将导致战略行为的失败。因此,理解一个战略行为的失败,不能简单

笼统地认定 “战略本身失败了”,对不同阶段的判定也是至关重要的。又比如,假定

一个战略行为失败的真实原因是资源动员不足,而评估的结果是该战略行为的评估

和决策都是失败的,那么这个行为体就极有可能会抛弃一个正确的战略,而不是增

加一定的资源投入。
如此一来,我们对战略行为阶段的简单划分就很容易让我们发现一些既有的战

略研究的严重不足。我们将发现,目前的研究对战略行为成功和失败 (特别是失败)
的原因事实上都没有特别精细的研究。战略行为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任何一个

阶段失败都将导致失败,因此确定失败的原因其实非常困难,而既有研究大多没有

重视这一要点。①
以托利弗为例,他探讨的是国家如何从国内社会汲取和动员资源,塑造国家应

对威胁的战略行为。他认为,19世纪后半叶的清政府与日本都致力于军事自强战

略,但是由于清政府的国家汲取能力较弱,因而在与日本的竞争中失败。②尽管托利

弗指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甚至是正确的),但他对战略失败的缘由的理解却是简单

化的。他忽视了战略行为任何阶段的失败都可能造成一国战略的失败,即除了战略

动员失败以外,清政府可能在战略评估、战略决策或战略执行上也是失败的。类似

这样的简单化的战略研究还有许多,我们就不再一一列举。

表2　评估战略行为失败或成功的不同组合 (+成功,-失败)

战略评估 战略决策 战略动员 战略执行 正确的答案

- + + + 评估失败

- - + + 评估失败;决策失败

- - - + 评估失败;决策失败;动员不足

- - - - 全部失败

- + - - 评估失败;动员不足;执行失败

- + - + 评估失败;动员不足

- + + - 评估失败;执行失败

- - + - 评估失败;决策失败;执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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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借助一些数理和计算机工具才能进行研究。

①　代表性的研究,参见StevenE.Lobell,etal.,eds.,NeoclassicalRealism,theState,
andForeignPolicy.
JeffreyW.Taliaferro,“StateBuildingforFutureWars:NeoclassicalRealismandthe
Resource-ExtractiveState,"SecurityStudies,vol.15,no.3,2006,pp.464-495.



续表2

战略评估 战略决策 战略动员 战略执行 正确的答案

+ + + + 全部成功

+ - + + 决策失败

+ - - + 决策失败;动员不足

+ - - - 决策失败;动员不足;执行失败

+ + - - 动员不足;执行失败

+ + - + 动员不足

+ + + - 执行失败

+ - + - 决策失败;执行失败

(三)一个小规模的 “实验”

为了初步验证我们的分析框架的有效性,我们做了一个小规模的 “实验”。我们

的实验对象是五位从事中国战略分析的中青年骨干人士或学者,他们来自政府战略

研究部门和大学。我们要求他们对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的三个最为重要的战略行为

(针对某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进行评估。我们将这三个战略行为用 A、B、C
表示,而五位人士则用甲、乙、丙、丁、戊表示,其结果如下 (见表3)。

表3　不同分析者使用分析框架后的分析 ①

行 为

人 士
A B C

甲
各个阶段都不错。总体非常成

功 (90分)。

执行不错,但评估、决策、动

员均失败。总体失败 (50分)。

各个阶段都不错。总体非常成

功 (90分)。

乙

在某年之前,各个阶段都不错。

总体非常成功 (90分)。在某年

之后,没 有 及 时 评 估 和 调 整。

总体失败 (50—59分)。

(没做评估) (没做评估)

丙
各个阶段都不错。总体非常成

功 (90分)。

评估、决 策、执 行 均 成 功。

动员不足。总体及格 (70分)。

在某年之前,各个阶段都不错。

总体非常成功 (90分)。不过,

在某年之后,几乎各个阶段都出

现了问题。最多及格 (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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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调查时,我们没有要求几位人士打分。表中的分数是我们通过预先设定的分数区间给出

的:非常成功 (85—90);基本成功 (75—84);及格 (60—74);失败 (59或更低)。



续表3

行 为

人 士
A B C

丁
评估、动员、执行都不错,但决

策失败。总体失败 (50—59分)。
总体及格 (70分)。

各个阶段都不错 (丁认为对这个

问题的评估相对容易)。总体非

常成功 (90分)。

戊

在某年之前,各个阶段都不错。

总体非常成功 (90分)。在某年

之后,没有及时评估和调整战

略。总体失败 (50—59分)。

在某年之前,各个阶段都不

错。总体非常成功 (90分)。

在某 年 之 后,评 估、决 策、

动员 失 误,执 行 尚 可。总 体

失败 (50 分)。又 在 某 年 之

后,评估和决策正确。但是,

动员和执行均不够坚决。总

体及格 (70分)。

在某年之前,除动员之外,各

个阶段都不错。总体非常成功

(85—90分)。不过,在某年之

后,除了评估正确外,其他各

个阶段都出现了问题 (延续已

有的思路 和 行 为)。最 多 及 格

(60分)。

首先,我们的分析框架使他们各自的分析过程更加精细,他们的分析结果也因

此更加精细。此前,他们之间的讨论时常会出现 “这个战略不对”这样笼统的判定。
一些分析者还能够自觉地在此基础上将一个战略行为分为几个时段,并且对每一个

时段的战略行为的不同阶段进行评估。①

其次,正如我们先前预测的那样,不同人士之间共识相对较多的战略多半是相

对成功的战略,即在某一年之前的C战略。而也正如我们先前预测的那样,针对那

些不是很成功的战略行为 (比如B战略行为),不同人士之间的分歧很多。
最后,对于那些不是很成功的战略行为,我们的分析框架让我们看到不同人士

的判断之间更加细节的分歧。这样一来,他们的分歧就可以被更加精细地推敲。如

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分析框架,他们之间的讨论 (甚至争论)就无法进行:各说各的

判定和理由,却没有对话。通过讨论,他们可以达成共识,这样更容易让他们接近

一个真实的判断,从而有助于他们从中国的战略行为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总之,尽管实验规模小且简单,但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分析框架的效用。

三、界定影响战略行为的因素

前面提到,战略行为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在这一节里,我们将对一些最重要

的因素进行初步的界定。因为相比国内因素,理解国家战略行为背后的国际因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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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外,分析者 “丁”已经意识到同一个战略行为可能有多个目标,而这些目标之间可

能是相互矛盾或至少是不匹配的,而这也很容易导致战略失败。



能反而相对容易,我们将先探讨国际因素,然后再探讨国内因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一个 “应然”问题,即战略行为体应该

考虑的因素或者是应该会影响战略行为的因素。但我们深知,鉴于各种限制,一个

国家的领导人或精英集团可能在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客观环境因素,而且要准确

认知这些因素在当时也是非常困难的。显然,领导人或精英集团主观认识到的环境

与他们所面临的客观环境之间的差别越大,国家的评估和决策就越有可能出现问题,
战略行为也就越有可能失败。因此,要理解战略行为 (特别是其成败),我们不仅应

该考虑到当时领导人或精英集团所面临的客观环境,还必须考虑到领导人或精英集

团所认知的客观环境,这两者缺一不可。

(一)国际因素

1.国家之间的相对实力分配。国家之间的相对实力分配主要是指国家之间的物

质力量分配,特别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对比。尽管现实主义者 (特别是结构现

实主义者)可能过分夸大了国家实力分配对国家行为的影响,①但不可否认的是,在

进行战略评估和战略决策时,实力的对比通常是领导人所关注的首要因素。一定意

义上说,实力的对比也是影响国家战略政策的核心因素。

2.盟友的多少和凝聚力。结盟是国际政治中的一种重要战略行为,也是实现国

家目标、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外部手段。一国的战略行为除了需要权衡己方盟友多

少 (以及敌方盟友的多少)之外,还需要考虑己方盟友的凝聚力,因为盟国内部存

在着 “被抛弃 (abandonment)”和 “被牵连 (entrapment)”的可能性。②盟友的

多少决定了一国可能获得的外部支持的多寡,盟友多可以增加支撑战略政策的资源;
联盟凝聚力则是指联盟之间在战略协调上的团结程度和配合程度。

以冷战时期的美苏为例,美国的盟友远远多于苏联,并且这些国家的战略资源

也远胜于苏联的盟国,因而美国可以通过利用盟友的战略资源减轻自身的战略负担。
从组织形式来看,联盟可以分为对称性联盟和非对称性联盟。非对称性联盟一般存

在一个领导国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冷战期间的北约和华约。对称性联盟内国家实

力往往不相上下,大多存在着实力比较接近的两个或者多个国家 (比如一战前的法

俄联盟)。其他条件恒定的情形下,非对称性联盟的凝聚力一般要高于对称性联盟,
但即便是非对称性联盟内部,不同联盟的凝聚力也有所不同。总体说来,联盟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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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HansJ.Morgenthau,PoliticsamongNations:TheStruggleforPowerandPeace,
New York:Alfred A.Knopf,1948,parttwo;Kenneth N.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Politics,Reading,Mass.:Addison-WesleyPublishingCompany,1979.
GlennH.Snyder,“TheSecurityDilemmainAlliancePolitics,"WorldPolitics,vol.
36,no.4,1984,pp.461-495;Glenn H.Snyder,AlliancePolitics,Ithaca,N.Y.:
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7.



力的大小受到国家实力差距的大小、意识形态的相似程度、联盟制度化程度以及领

导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多寡等因素的影响。①

3.敌对国的多少、能力和坚定性。国家战略行为的首要问题之一就是要分清楚

敌我形势,对敌对国的威胁作出准确及时的判断。②一个国家面临的敌国越多、越

强,这个国家的战略环境就越困难。③同时,敌国的坚定性 (resoluteness)也是影

响战略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敌国坚定性是指敌国对抗本国的战略意志强度或决心

(resolve)。敌国的坚定性越强,对本国的挑战或威胁也就越大。④

4.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趋势。在不同历史时期,国际社会存在一些特定的趋

势,而这些政治、经济发展趋势的作用不容小觑。如果一国能认清世界大势,并顺

从这些大势,就可能对其战略政策起到正面作用。⑤相反,如果逆势而行,则往往会

遭遇巨大的阻力,并丧失其战略机遇。在国际政治领域,历史上的黑奴解放运动、
去殖民化运动等都是能够影响到一国战略政策,甚至国运的历史趋势。战略决策者

如果不识时务,逆潮流而上,则往往难以实现其战略目标。一些国际经济发展趋势,
如工业化、信息化、产业转移、石油资源逐渐减少、金融服务业的兴起、资本的流

动加速等等,也会影响到一国的战略政策选择。⑥

(二)国内因素

国家的战略行为是一项多阶段的浩大工程,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国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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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关于联盟凝聚力的最新研究,参见苏若林、唐世平: 《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

制》, 《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第6—38页。早期的研究参见StephenM.Walt,
TheOriginsofAlliances,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7;GlennH.
Snyder,AlliancePolitics等。
有学者就认为,哪些外部力量对一国构成威胁,这是大战略必须回答的三个问题之一,
参见 WangJisi,“China”sSearchforaGrandStrategy:ARisingGreatPowerFindsIts
Way,"ForeignAffairs,vol.90,no.2,2011,p.68.
国家通常都在试图获得更多盟友的同时,极力减少敌国的数量,削弱敌国的实力,以

防敌 国 通 过 联 合 对 抗 自 身,这 就 是 “楔 子 战 略”。参 见 Timothy W.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Security,vol.35,no.4,2011,pp.155-189.
一个行为体的决心至少有以下四个因素决定:能力、目标、意图、以及外部环境 (比
如盟友的多少和凝聚力)。详细的讨论,参见 TangShiping,“OutlineofaNewTheory
ofAttributioninIR:DimensionsofUncertaintyandTheirCognitiveChallenges."
潘忠岐就认为,随势而不逆势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关键。参见潘忠岐: 《从 “随势”
到 “谋势”———有关中国进一步和平发展的战略思考》,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

2期,第4—18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在思考本国的战略行为时可能很容易去考虑这些大趋势,但

在理解他国的行为时却很容易忽视这些大趋势对其行为的驱动。



的影响。同一因素在不同阶段的作用有所不同,且不同因素在相同阶段的作用也相

差很大,因此需要对主要的国内因素一一进行探讨。

1.领导人个人的禀赋、偏好和学习能力。在传统的战略研究里,领导人一直是

最重要的角色。但在行为主义的科学化诉求中,个人这一层次的分析却逐渐被边缘

化,仅存在于一些早期的外交政策分析中。①可问题在于,如果忽视领导人这一重要

因素的作用,我们就很难理解国家的行为。毕竟,是领导人感知外部威胁,规划和

讨论战略。因此,我们必须将领导人重新纳入到国际政治的研究范畴。②
以往的研究大多将领导人看作是一个理性的行为体,从国家利益的成本—收

益分析来制定和执行战略政策。然而,没有绝对理性的人,领导人也一样。要更

好地理解国家的战略行为,就必须考察领导人的性格和偏好,这可以集中在三个

方面。首先,在不同的问题领域,领导人的偏好会有差别。如果领导人在某一领

域特别擅长,就更容易按照自己的逻辑给国家战略行为烙上自我意志的烙印。有

的领导人其个人偏好在国内政治,有的个人偏好在外交政策;有的领导人擅长经

济领域的议题,有的则擅长安全领域的议题。其次,领导人的性格可以分为进攻

性的 (鹰派)或者防御性的 (鸽派)。领导人如果是进攻性的,则在对外政策中往

往主张通过强硬手段来解决问题。再次,领导人还可以分为 “革命型”和官僚型。
“革命型”的领导人,其战略行为往往个人风格比较明显。相比之下,官僚型的领

导人,往往按照官僚体制的运作程序来处理战略事务,因而战略行为中的个人风

格不明显。
领导人的禀赋和学习能力也是不同的。由于成长背景、知识结构、兴趣偏好等

因素的不同,领导人在战略决策中的禀赋存在差异。有些领导人能够睿智地判断一

国所处的位置,并通盘考虑以制定合理、明智的战略政策。有些领导人则由于禀赋

的缺陷,或者在某些问题领域缺乏足够的能力,不容易形成决断,或者是作出战略

决定之后出尔反尔,让执行者无所适从。另外,在学习能力上,领导人也差异明显。
学习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 “负面学习”,即从本国和他国的历史经验中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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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外交政策研究中,个人及其个性一直被广泛关注,代表性的研究参见 LloydS.
Etheredge,“Personality Effects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898-1968:A Test of
InterpersonalGeneralizationTheory,"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72,no.2,
1978,pp.434-451;MargaretG.Hermann,“AssessingthePersonalitiesofSovietPolitburo
Members,"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Bulletin,vol.6,no.3,1980,pp.332-352;
AlexanderL.George,PresidentialDecisionmakinginForeignPolicy:TheEffectiveUseof
InformationandAdvice,Boulder,Colo.:WestviewPress,1980.
DanielL.BymanandKennethM.Pollack,“LetUsNowPraiseGreatMen:Bringing
theStatesmanBackIn,"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5,no.4,2001,pp.107-146.



教训,避免以往所犯的战略失误;①第二种是 “正面学习”,即学习自己国家,尤其

是他国的成功之处。②领导人在国家制定、执行战略政策时,两种学习都需要考虑。
不过,对领导人来说,这两种学习能力会有差别。有的领导人可能两种能力都很强,
有的领导人则可能仅仅擅长其中的一种,也有的领导人可能两者都不擅长。

2.精英凝聚力和社会凝聚力。精英凝聚力是指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中的群体或

个人视彼此为精英阶层一部分的程度。宗教相异、族裔不同、个人成长以及战略文

化背景差异等因素都可能成为精英分裂的原因。长期的政治对立也有可能导致精英

集团的分裂。最终,在一个社会里,身处两个不同集团的精英阶层拒绝承认对方是

整个国家的合法精英。③
同理,社会凝聚力是指一国的公民视彼此对国家拥有平等权利的程度。在多族

群国家里,历史、文化和宗教等原因可能导致族群之间的冲突和对立程度非常高,
从而使社会凝聚力低下。长期的阶级斗争、高度的社会不公,以及长期的党派政治

对立也会降低社会的凝聚力。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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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JackS.Levy,“Learningand Foreign Policy:Sweepinga Conceptual Minefield,"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8,no.2,1994,pp.279-312.另外,杰克·斯奈德

(JackSnyder)也认为,战略学习缺失是一些国家过度扩张的重要原因之一,英国和美

国等大国之所以能够避免过度扩张,其主要原因就是它们能够及时吸取经验教训,从

过度扩张中收缩力量。参见杰克·斯奈德: 《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于

铁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ColinElman,TheLogicofEmulation:TheDiffusionof MilitaryPracticesinthe
InternationalSystem,Ph.D.dissertation,ColumbiaUniversity,1999;JoãoResende-
Santos,Neorealism,States,andthe Modern MassArm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2007;左希迎: 《新精英集团、制度能力与国家的军事效仿行为》,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9期,第88—108页。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的精英集团是一种更加狭义上的概念,意指能够影响或决定一

国战略行为的少数精英,所以企业和文化精英并不包括在内。
我们对精英凝聚力与社会凝聚力的讨论同施韦勒 (Schweller)有很大不同。首先,我

们认为施韦勒在其论述中将精英凝聚力与社会凝聚力分开来探讨是错误的。事实上,
精英凝聚力是社会凝聚力的一部分。为了更方便地理解战略行为的进程,在研究中可

以将社会凝聚力拆解成为精英和社会两个层次。其次,施韦勒认为精英凝聚力是 “中
央政府的政治领导人被持续的内部分裂分立的程度”(thedegreetowhichacentral
government”spoliticalleadershipisfragmented by persistentinternaldivisions)。

RandallL.Schweller,UnansweredThreats:PoliticalConstraintsontheBalanceof
Power,p.54.我们认为,这一定义太过狭窄且不够严谨,很容易变成只是进一步解释

他的另一个变量 “精英共识”而已。不过,施韦勒的某些讨论又涉及了我们所指的

“精英凝聚力”。因此,施韦勒的讨论的自身逻辑是不够自洽和严谨的。我们还认为,
判断精英凝聚力和社会凝聚力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评估:一个是精英的组织化程度和

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另一个则是精英的价值冲突程度和社会的价值冲突程度。



显然,精英集团的凝聚力是一国制定战略政策的重要前提之一。精英集团

的凝聚力越高,国家制定战略、动员资源和执行战略的能力就越强。社会凝聚

力可以直接影响国家动员资源和执行战略的能力,不仅如此,社会凝聚力还可

以影响到精英对本国能力的判断及其对国内安全的担忧,进而间接影响到战略

评估和战略决策。总体说来,一个社会如果是分裂的,其战略行为则步履维艰。
一战期间的沙皇俄国就是一个社会凝聚力不足的典型案例,尽管沙皇俄国的精

英尚存一些凝聚力,但是其社会凝聚力的缺失令其很难进行战争动员。其中一

个重要结果 (同样也是原因)是沙皇俄国利用其精英部队维持内部安全,而非

外部安全。

3.政体类型和政体安全。政体类型和政体安全深刻影响着战略行为 (详细的讨

论见第四节),在这一点上,很多学者作出了有益探索。爱德华 · 曼斯菲尔德

(EdwardMansfield)和斯奈德研究了政体类型和政体安全对冲突的影响;①傅泰林

(M.TaylorFravel)探讨了政体安全如何影响领土争端等。② 但是,这些研究也存

在一些不足。比如,对于政体类型和政体安全如何影响一国的战略行为,大部分既

有研究都只考虑了这两个因素的其中一个,而没有考虑这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对战

略行为的影响。
大致而言,政体可以分为多元政体和一元政体两种理想类型,根据其安全程度

又可以将国家划分为强多元国家、弱多元国家、强一元国家和弱一元国家。③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形下,强多元国家在战略行为的各个阶段都应该表现不错。弱多元国家

在评估阶段可以做得不错,但在决策、动员和执行阶段则不容乐观。强一元国家在

动员、执行阶段可能不错,但是在评估和决策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弱一元国家在

评估、决策、动员和执行阶段都存在诸多问题 (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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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dward 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GotoWar,Cambridge,Mass.:MITPress,2005.
M.TaylorFravel,Strong Borders,Secure Nation:Cooperationand Conflictin
China”sTerritorialDispute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8.
此处,多元政体是指政治体系是多头的、分散的,精英集团之间存在着竞争,没有任

何一个群体能独享权力;一元政体则是指政治体系是集中的,精英集团之间没有竞争

或者竞争很小。其中,研究多元政体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罗伯特·A.达尔 (RobertA.
Dahl),代表性的论述参见 RobertA.Dahl,WhoGoverns?DemocracyandPowerinan
AmericanCity,New Haven,C.T.:YaleUniversityPress,1961;罗伯特·A.达尔:
《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尤正明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对

多元政体与一元政体的讨论,参见 G.萨托利: 《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年。



表4　政体类型和政体安全对战略行为的影响

政体类型 政体安全程度 在不同战略行为阶段的优劣

强多元国家 高 各个阶段都不错

弱多元国家 低 评估阶段不错,但决策、动员和执行阶段则不容乐观

强一元国家 高 评估和决策阶段容易出问题,动员、执行阶段不错

弱一元国家 低 各个阶段都容易出问题

4.官僚体制的有效性。官僚体制的有效性意指官僚体制在以下几方面的能力:
汲取资源和动员资源的能力,执行战略的能力,信息收集和反馈能力。显然,官僚

体制的有效性对于国家的战略评估、战略动员和战略执行都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对

于战略评估阶段,通常只有情报收集和评估的官僚体制起到直接作用。
官僚体制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以下五个因素。(1)分工是否明确。官僚体制

内存在各个部门的竞争,因而各个部门的分工就显得非常重要。一旦分工不明确,
便会影响到官僚体制的有效性。(2)奖惩措施是否公正严明。一个政治系统中必须

有得当的奖惩措施来保证体制的正常运转,惩罚违背规则的行为和奖励遵守规则的

行为都是不可或缺的。(3)信息网络是否畅通,信息是否透明。官僚体制内的网络

与信息关系到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畅通的网络结构与透明有效的信息是基

本前提。(4)资源是否足够。一个体制的运转必然需要强有力的资源支撑,如果官

僚体制的资源不能保证,战略行为也将缺少官僚体制的支持。(5)官僚体制的文化

是否具有进取精神。官僚体制往往充满了惰性,如果要保证其有效性,就必须构建

一种鼓励进取的制度从而维持一种进取文化,以不断改革和进步。如果丧失了进取

文化,官僚体制往往会阻碍国家战略行为的出台和实施。

5.国家的学习能力。国家的学习能力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能力之一,意指一个

国家不断从历史和其他国家学习经验教训以努力提升自我水平的能力。如果一个国

家的学习能力突出,其把握历史机遇,推动战略行为的能力也就越强。总体来说,
国家学习能力由三个基本要素组成:全民学习的基础设施、鼓励学习的社会激励机

制、鼓励个人和组织学习的文化。①前文已经叙述了领导人的学习能力,但是国家的

学习能力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它包含领导人的学习能力、国家机器的学习能力和

社会的学习能力 (比如,研究机构的研究能力)三个组成部分。国家的学习能力能

够影响到战略评估和战略执行,特别是当战略行为受挫需要调整时,国家的学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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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世平:《国家的学习能力和中国的赶超战略》,《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第42—

44页。唐世平最先的讨论还列出了 “个人学习的成就动机”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我

们认为,这个因素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他三个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在这里我们只列出

了其他的三个因素。



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四、战略行为的复杂性

影响战略行为不同阶段的因素很多,我们的研究也正在这个方面借助数理方法

(比如解释结构模型)继续深入,我们在这里先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通过归纳和推

理列举出影响不同战略阶段的主要因素 (见表5)。①

表5　影响不同阶段战略行为的主要因素 (选列)

评　估 决　策 动　员 执　行 大致的度量标准

政体类型 +++ +++ +++ +++ 多元或一元

政体安全 ++ +++ +++ 安全程度高或低

精英凝聚力 +++ +++ ++ 精英分裂程度的高或低

社会凝聚力 +++ ++ 大众分裂程度的高或低

领导人禀赋 +++ +++ + 强或弱

领导人的学习能力 +++ + 强或弱

领导人的偏好 +++ +++ 鹰派或鸽派;官僚型或革命型

官僚体制的有效性 ++ +++ +++ 高或低

国家的学习能力 +++ ++ 强或弱

　　　注:“+”的多少表示这些因素的影响大小,空白表示影响很小。

(一)战略行为各阶段的因素组合

表5清楚地表明,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因素组合,而同一个因素在不同阶段的影

响大小可以不同。根据不同因素的作用大小,我们将其分为核心因素 (+++)、重

要因素 (++)和一般因素 (+)。
在战略评估阶段,核心影响因素是:政体类型、领导人禀赋、领导人的学习能

力、领导人的偏好和国家的学习能力。首先,政体类型会影响到战略评估。从战略

行为的过程来看,不同政体的评估模式会有所不同,并最终影响战略评估的结果。
其次,领导人禀赋是影响战略评估的核心因素。对领导人来说,其对战略进程的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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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这里讨论的许多因素来自于 “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们的研究,但我们也引入了许多其

他关于国内政治因素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的研究。作者之一早些时候的讨论,参见唐世

平:《国家的学习能力和中国的赶超战略》;ShipingTang,“TakingStockofNeoclassical
Realism";Shiping Tang,“Reconciliationandthe Remakingof Anarchy," World
Politics,vol.63,no.4,2011,pp.711-749.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相关研究,参见Steven
E.Lobell,etal.,eds.,NeoclassicalRealism,theState,andForeignPolicy.



控能力,特别是对国际环境的敏感性,以及对国内政治纷争的协调和引导能力,都

是战略评估至为重要的因素。再次,领导人的偏好也是影响战略评估的核心因素,
即使面临同样的战略环境,领导人也会因偏好的差异而作出不同的评估。最后,领

导人的学习能力、国家的学习能力也都会影响到战略评估,因为战略评估不仅需要

领导人学习能力的保障,还需要依托整个国家的学习能力。此外,官僚体制情报收

集和评估体系的有效性对战略评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属于重要因素。政体

安全也是战略评估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更多的是通过间接影响决策层对内外威胁

轻重的判断而影响评估的。
在战略决策阶段,领导人的作用不可或缺。领导人的偏好和领导人的学习能力

这两个因素不仅可以影响到战略评估,也会影响到战略决策,只是作用大小不一。
领导人禀赋和偏好都是影响战略决策的核心因素,而领导人的学习能力则变成了一

般因素。除此之外,政体类型、政体安全、精英凝聚力也是影响战略决策的核心因

素。政体类型和政体安全不同意味着各国国内政治结构会有所区别,而这会塑造战

略行为的决策模式,从而影响到战略决策。最后,如果精英缺乏凝聚力 (即精英是

分裂的),精英在战略决策上将不容易达成一致。
战略动员是战略行为成功的重要保证,缺乏强有力的物力和人力资源保证,战

略执行会举步维艰。能够影响到战略动员的核心因素包括政体类型、政体安全、官

僚体制的有效性、精英凝聚力以及社会凝聚力。政体类型不同意味着政治制度的差

别,而政治制度的差别将会影响到战略动员的效率。政体安全同样会影响到战略动

员。如果国内政体安全程度低,动员能力势必受到影响;如果一国政体安全程度高,
则有益于其战略动员能力。官僚体制的有效性其关键作用显而易见:官僚体制高效

灵活,政令方能畅通顺达,汲取物质资源、吸引人力资源的能力才能有所保障。精

英凝聚力是影响战略动员的核心因素,若精英集团缺乏凝聚力,则可能影响到社会

层面的动员。社会凝聚力也影响战略动员,因为整个战略所需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

源最终都是从社会中汲取,所以统一合作的社会力量是重要保证。如果社会缺乏凝

聚力或者社会陷入分裂状态,战略动员将难以开展。与之相较,因为许多情况下领

导人并不需要直接参与战略动员,尽管拥有巨大威望的领导人能够推动战略动员,
领导人禀赋也只是影响战略动员的一般因素。

战略执行是整个战略行为的最后阶段。影响战略执行的核心因素是政体类型和

官僚体制的有效性,而精英凝聚力、社会凝聚力和国家的学习能力则是重要因素。
与战略动员相同,政体类型和官僚体制的有效性深刻影响到战略执行的方式,因而

是核心因素。特别是官僚体制的有效性,对战略执行的影响尤为巨大。一个高效迅

速,合作无间的官僚集团能够保证战略按照原先的设计运转。如果官僚组织内部分

裂,各个组织和部门仅仅追求自身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则往往使战略政策偏离既

定轨道,造成战略政策的失败。政体对战略执行的影响大致和政体对战略动员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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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类似:政策的实施在不同政体里有很大区别。国家的学习能力则关系到战略行为

执行后的调整和修正,国家学习能力弱会影响到国家的战略灵活性,因而它属于重

要因素。精英凝聚力和社会凝聚力关系到战略执行的具体运作,并可能影响到具体

行为的成败,因此也属于重要因素。

(二)同一因素在战略行为各阶段的作用方向不同

表5表明,在战略行为的不同阶段,同一因素的作用大小是不同的。但是,表

5仅仅描绘了每个因素独立看待时的情景。事实上,这些因素不是独立的,而是相

互作用的,因而构成了复杂的系统。①这些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只能留待后续的工作

中再进一步探讨。在这里,我们仅选取政体类型和政体安全做一个简单讨论,表明

政体类型和政体安全对不同阶段的影响的方向以及大小都可以不同。
强多元国家中的精英是统一的,政体安全程度高,其国家能力和国家权威都非

常强。这意味着强多元国家容易团结起来采取强硬措施应对外部威胁。相比之下,
强多元国家却不容易团结起来发起战略安抚以构建合作。这是因为,在多元国家中,
反对党的存在意味着任何战略安抚的尝试都会被反对党冠之以对敌人的懦弱,因为

战略安抚的尝试经常意味着妥协和退让。②因此,尽管强多元国家有能力进行战略安

抚 (特别是当温和鹰派或鸽派当权时),但是它很少主动发起战略安抚。总体说来,
只有面临强大的外部压力时,多元国家才可能主动发起战略安抚。

弱多元国家的政体安全程度低,精英通常是分裂的。弱多元国家中央政府的能

力也相对弱小,而地方政府和社会的力量相对强大。一方面,由于中央政府的能力

相对弱小和政体安全程度低,如果外部威胁和安全压力非常大时,弱多元国家可能

会考虑妥协和让步的行为。然而,弱多元国家的精英又是分裂的,且一定会有反对

党攻击妥协和让步的行为以获得选票。因此,弱多元国家在妥协和让步问题上也很

难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因为国家能力的低下,弱多元国家很难有效地坚决抵抗外

部威胁。因此,弱多元国家可能既不能很有效地构建合作,也不能很有效地坚决抵

抗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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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RobertJervis,SystemEffects:ComplexityinPoliticalandSocialLife.作者之一较早

前的对系统效应的运用和发展,参见唐世平:《国家安全环境的系统理论》,《世界经济与

政治》2001年第8期;TangShiping,“OutlineofaNew TheoryofAttributioninIR:
DimensionsofUncertaintyandTheirCognitiveChallenges."
DeborahWelchLarson,AnatomyofMistrust:U.S.-SovietRelationsduringtheCold
War,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7;Kenneth A.Schultz,“The
PoliticsofRiskingPeace:DoHawksorDovesDelivertheOliveBranch?"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1,2005,pp.1-38.与此类似,在族群冲突中,温和的精英

经常被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边缘化。



强一元国家的政体安全程度高,中央政府的国家权力相对较大。在战略行为的

四个阶段,强一元国家在战略动员和战略执行上会有一定优势,但是在战略决策阶

段,领袖的偏好和个性对战略决策影响非常大。在战略评估阶段,一些同领袖的偏

好与个性相悖的意见可能会受到压制,因而战略评估可能不够客观全面。较之于强

多元国家,强一元国家缺少社会掣肘,寻求与对手合作时所面临的危险性较小,因

而相对容易妥协。换言之,一元国家比多元国家更适合达成战略安抚与合作。①从冷

战经验来看,缓和对抗的倡议基本均由苏联率先提出,而非强多元国家美国。另外,
较之强多元国家,因为缺少社会和反对派的制衡,强一元国家也更容易执行业已达

成的协议。冷战结束阶段的历史似乎也支持这样的理解。
在弱一元国家中,虽然国家政体是一元的,但其政体安全程度低,中央政府的

能力很弱。总体来说,弱一元国家的中央政府权力有限,国家权力被地方政府分享。
因而,在制定和执行一个统一的战略政策时,弱一元国家往往存在巨大缺陷。在战

略决策阶段,弱一元国家尚可依靠国家领导人作出决策,但是在战略评估阶段,弱

一元国家就很容易出现差错。特别是在战略动员和战略执行阶段,弱一元国家的中

央政府因为缺乏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掌控能力,难以使战略得到贯彻。战略动员需

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社会作为支撑,以保证整个国家的官僚体制运行畅通,
但是弱一元国家中脆弱的中央政府显然无法担此重任。同理,战略执行也是需要国

家作为一个体系才能够有效运转。弱一元国家很难满足这两个阶段的要求。

五、结　　语

对战略行为的深入研究是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然而战略行为都是复杂的

体系,面对这样一个复杂体系,我们需要更好的分析工具。鉴于当前的战略行为研

究缺乏一个基本分析框架,本文在批判和吸收当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理解

战略行为的初步分析框架。首先,我们强调,战略行为包括战略评估、战略决策、
战略动员和战略执行四个阶段。其次,我们强调在不同阶段,不同因素塑造国家的

战略行为,而同样一个因素在不同阶段其作用的方向和大小也是不同的。
影响战略行为的因素之多元,互动关系之复杂,给构建理论带来了诸多困难。

要短时间内构建一个精致、解释力强大、因果关系明晰的理论框架并不容易。从这

一点上来说,本文提出的初步分析框架有着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我们认为,未来对国家战略行为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首先,

针对战略行为的不同阶段建立不同的解释模型。构建战略行为的宏观统一模型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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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eborahWelchLarson,AnatomyofMistrust:U.S.-SovietRelationsduringtheCold
War,p.17.



理论)非常困难,但是针对每一个阶段,则可以建立相对独立的中层模型 (理论),
通过几个精致的中层模型 (理论),串联起战略行为的宏观模型 (理论)。其次,厘

清不同因素在同一阶段、相同因素在不同阶段的作用机制,构建更加机制化的理论。
再者,鉴于案例研究的局限性,我们需要建立一些主要大国和重要国家的战略行为

数据集,然后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来考察各种因素对这些国家的战略行为的影响,再

用定性 (案例)研究来更深入探讨这些因素对战略行为的影响。①最后,尽管我们这

里的讨论有了一定的动态性,但对于判定其他国家的战略走势仍旧是非常不够的,
我们需要更加动态的分析框架和模型。

在理论层次,我们认为下述几个方面是能够产生突破的。首先,在战略研究中,
传统的 “制衡”与 “追随”二元论已经不再有价值,我们需要更加精准地对战略行

为进行分类和定义。②其次,构建战略合作的理论。当前战略研究中的一个特点是对

冲突过于关注,从而忽视了对合作理论的研究。从学术积累的视角看,加强对战略

合作的研究可以突破当前的局限,从而产生新的理论增长点。再者,理解他人的行

为是一个复杂的归因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内部纬度的能力、意图、利益和决心,以

及外部纬度的盟友和敌人的多寡、国际趋势和地理环境等因素。这意味着我们必须

引入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理论,但总体说来,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理论过于简单,其面

对的情境也过于简单。因此,国际政治和战略学者必须发展出超越社会心理学的,
能够应对复杂体系的归因理论。

这些都是我们下一步的努力方向和目标。

〔责任编辑:张肖雯　责任编审:范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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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定性和定量方法的结合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纯粹的定量方法对数据回归

的结果 (回归的结果仍旧只是对变量之间关系的描述)的解释往往很粗糙,而且很难

提出有机制的解释,而纯粹定性的方法又不能操控多于4—5个变量的组合。这方面的

一些讨论,参见 NicholasSambanis,“UsingCaseStudiestoExpandEconomicModels
ofCivil War";Charles C.Ragin,Redesigning SocialInquiry:Fuzzy Setsand
Beyond,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8.
ShipingTang,ATheoryofSecurityStrategyforOurTime:DefensiveRealism,New
York:PalgraveMacmillan,2010,chapter4.


